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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——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[1] 

  

卢沟桥事变后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，国力、军力都相距很大，因此，还不能立即与日本展开大规模的战争。他
们主张，仍应以妥协方式与日本达成“和议”。淞沪抗战爆发，中国军队主动向日军进攻，标志着抗战国策的确立和全面抗战的展开，但是，国
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都仍有部分人主张“和平”。淞沪之战失利后，主和之议更盛，孔祥熙是这一部分人中的重要代表。现存档案表明，中日之
间的许多秘密谈判虽由日方主动，但中方的掌控者则是时任行政院副院长、后于1938年初升任院长的孔祥熙。多年以来，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活动
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真实态度的反映，代表蒋介石的意志。然而，事实出人意料，蒋介石对孔祥熙掌控的这些谈判大都持反对态度，曾多次批
评，甚至以极为严厉的口吻加以阻遏。这种情况，与我们的传统认识大相径庭，值得郑重讨论，以求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，加深对蒋介石
其人的全面认识。 

 

拒绝被孔祥熙视为“天赐良机”的陶德曼调停 

 

1937年11月，上海失陷，南京危急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收日本政府委托，向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条件：1.内蒙古自治，一切体制类似外蒙
古。2. 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。3. 扩大上海的停战区，由国际警察管制。4. 停止排日；5. 共同防共。6. 降低日本货的进口税。
7. 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。同月9日，陶德曼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威胁孔祥熙：“如果战事拖延下去，中国的经济崩溃，共产主义
就会在中国发生。”[2]28日，陶德曼在汉口会见孔祥熙，重申上述条件。29日，孔祥熙致电在南京的蒋介石，告以他本人多次和在汉“重要同
志”会晤，都认为“长此以往，恐非善策。既有人出任调停，时机似不可错。”电称：“复查近来党政军各方及民间舆论，渐形厌战。弟意此次
战争，我已牺牲甚钜，除非军事确有胜利把握，不若就此休止，保全国力，再图来兹。”[3]30日，孔祥熙再次致函蒋介石，认为陶德曼出面调
停，这是“天赐良机，绝不可失”，建议蒋“乘风转舵”，改变抗战国策，函称：“前方战事既已如此，后方组织又未充实，国际形势，实远水
不救近渴。而财政经济现已达于困难之境，且现在各方面尚未完全觉悟，犹多保存实力之想。若至寄人篱下之日，势将四分五裂，此时若不乘风
转舵，深恐迁延日久，万一后方再生变化，必致国内大乱，更将无法收拾。”[4]他认为日方所提条件“尚非十分苛酷，多系旧案重提，亦非迫
我必须一一接受，尽可作为讨论之范围”，建议蒋介石在接见陶德曼时原则表态，至于具体条件，可由行政院“趁此先行停战，稍事整理”。可
见，孔祥熙对抗战形势极为悲观，陶德曼出面调停，对他说来，可谓喜出望外。 

蒋介石与孔祥熙不同，这一时期，蒋的抗战意志相当坚决。11月20日，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，决心持久抗战。日记云：“老派与文人，心皆
动摇，主张求和。彼不知此时求和，乃为降服，而非和议也。”[5] 21日，布置防守南京，日记云：“高级将领，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。呜
呼！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，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！”[6]但是，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前方军事失利的严重情况。29日，蒋介石得悉日
本委托陶德曼调停的消息，立即决定加以利用，日记云：“是当约彼来京。为缓兵计，亦不得不如此耳！”[7] 12月2日，蒋介石与陶德曼谈话
后，一度对日本有过幻想，日记云：“如倭果能觉悟，则可与之谈乎？”[8]但不久，日军即以加紧进攻南京粉碎了蒋的幻想。12月7日，蒋介石
离开南京，到达江西星子，日记云：“对倭政策，惟有抗战到底，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。”[9] 9日，研究全国总动员计划，日记云：“此次
抗战，即使全国被敌占领，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，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，更不能视为灭亡，当动员全国精神，力自图之。”[10] 
26日，日方由于军事上已经取得巨大胜利，通过陶德曼提出四项新的强硬条件：1. 中国政府放弃亲共、抗日、反满政策而与日、满共同防共。
2. 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，并成立特殊组织。3.中国与日、满成立经济合作。4。相当赔款。四条之外，另附两项条件：1. 谈判进行时不停战。
2. 须由蒋委员长派员到日方指定地点直接交涉。蒋介石认为“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，则我国无从考虑，可置之不理。”[11]27日，召开最
高国防会议讨论，参加者多数主和，蒋介石坚持不可，受到于右任的讥笑。[12]29日，蒋介石与于右任及另一位主和的国民党元老居正谈话，表
示“抗战方略，不可变更”。他说：“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，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，今日最危之点，在停战言和耳！”[13]1月2日，
蒋介石再次见到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条件，决心“与其屈服而亡，不如战败而亡”，决定严词拒绝。[14]但是，当时日军攻势锐利，中国军队需要
休整与备战的时间，国民政府不得不虚与委蛇地敷衍日方。1月12日，在孔祥熙和张群指导下，外交部拟具口头答复稿，认为日方所提四项条
件，“太属空泛，愿明晰其性质与内容后，予以详细考虑与决定”。[15]这一口头答复稿的目的在于“拖”，以便既不明确拒绝日方条件，又为
中国军队争取时间。但是，口头答复稿所提出的要求日方答复的四个问题却被蒋介石否定。这四个问题是：  

1．所谓中国放弃亲共政策而与日、“满”合作，实行排共政策，日本政府意，中国究应采取何项步骤？  

2．所谓非武装区与特殊制度，究拟设在何处？特殊制度之性质如何？  

3．经济合作一层，其范围如何？  

4．日方是否坚持赔偿一点，是否对于中国方面所受之巨大损失，可予考虑。[16]  

蒋介石当时正在河南开封布置防务，见到此件后，认为这将使谈判具体化，立即以“限一小时到汉口”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与张群，表示“最后
四项问句切不可提”。[17]15日，孔祥熙会见陶德曼，面交英文答复，委婉地表示：“为以真诚的努力寻求在中、日两国间重建和平的可能性，
我们已经表示，热诚希望得知日方所提‘基本条件’的性质与内容。以便更好地表达我们对日本所提条件的看法。”[18]16日，蒋介石决定，通



知陶德曼：“如倭再提苛刻条件，则应拒绝转达。”[19]  

 陶德曼调停失败后，日本政府极为恼怒，将蒋视为对华“诱和”或“诱降”的最大障碍，必欲去之而后快。1月15日，日本大本营、政府联席会
议，决定否认“蒋政权”。次日，近卫首相发表声明，声称“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（谈判）对手，而期望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
立与发展”。[20]此后，日本政府即决定，以蒋介石“下野”作为中日“和平”的必要条件。  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制裁唐绍仪谋和  

 

    日军占领上海后，即企图物色在中国政坛上有过重要地位和声望的人，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，或直接出面组建傀儡政权。唐绍仪，字少川，
清末任外务部右侍郎、奉天巡抚、邮传部尚书。武昌起义后任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，与革命党人在上海议和。民国建立，临时政府北迁，唐绍
仪任第一任内阁总理。此后，唐绍仪历任要职，其地位和声望都符合日本人的要求。上海沦陷后，唐绍仪留居法租界，日本船津辰一郎等人便多
方设法，企图拉唐下水。唐的住处，不断有各色人物登门。重庆国民政府为防止唐为敌所用，也不断与唐联系，许以国民参政会主席、国防最高
委员会外交委员长或驻德大使等职，任其择一。据说，蒋介石还曾致函唐绍仪，拟聘请其为“高等顾问”。[21]1938年5月，法学家罗家衡到武
汉，会见汪精卫、孔祥熙等人。汪称：“现在的局面，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。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？从前
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，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。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，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。我只要国家有救，
甚么牺牲都可以的。”孔祥熙则表示，最好由唐个人与日本方面试谈条件。[22]  

    唐绍仪接受汪精卫和孔祥熙委托后，即于5月底或6月初在上海与日方谈判，其条件大略如下：1. 取消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约，如二十一条、
塘沽、何梅等协定。2. 日本军队完全撤退。万一拘于庚子条约，其所驻军队亦不得超过欧美各国所驻军队数目之上。3.（中国方面）绝对不赔
款，因自动停战议和，非战败和议可比。4. 中、日、满经济合作。唐并表示，中国方面如必欲取消满洲独立，可在今后和议中由唐出面交涉。
[23] 唐绍仪的计划是：在两个月后日军到达河南鸡公山时，或由中国“最高领袖”授意前方将士自动停战，或由孔祥熙邀同戴季陶、汪精卫等
与日本素有关系的“老同志”，代表政府或人民团体赴香港谈判，他本人届时当前往参加，但决不单独负责。[24] 6月17日，日本大本营陆军部
决定“鸟工作”计划，准备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“一流人物”，“建立强有力的政权”。[25]27日，唐绍仪托大女儿（诸昌年夫人）持函，到
武汉会见孔祥熙，声称“以国难为虑，渴望于国事有所襄助”，“欲得公正和平，须中日公开谈判”。[26]7月5日，诸夫人回沪，携回孔祥熙致
唐绍仪函，函云：“战争初期，我方别无选择；时至今日，或有公正和平之望。”孔要求唐凭借自己的有利地位，试探日方和平意向，同时，联
络中日有名望的民间人士，呼吁双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。[27]  8月上旬，孔祥熙在香港的亲信访问诸夫人。诸称：有日本东京陆军最高长官的
全权代表向唐绍仪提出三项条件：1. 停止反日运动；2. 反共；3. 经济合作。该代表称，日方没有领土野心，愿保障中国领土、主权完整，无
赔款。诸夫人向孔在香港的亲信表示：“此次因系院座（指孔祥熙——笔者）再三劝慰，少老始肯与日人见面，探询条件。该日军代表之来，亦
极不易，所持条件，可作基本谈判之初步原则。”“如我方认为可商，当再与进行详洽。”诸夫人并称：该代表定8月5日返沪，如有所命，请在
8月15日前示下，免过时机，在日人前反露我求和之意。[28]8月9日，孔祥熙致电蒋介石，汇报上述情况。  

蒋介石这一时期仍然不赞成孔祥熙的谋和活动。6月23日，蒋介石与与孔祥熙谈话称：“敌人至今灭亡我国之野心已为我粉碎，即其对粤汉速
战、速决之信心，亦已为我消灭。最后胜利之属于我，已确定矣。今日对倭和战问题，亟须统一，不可各自接洽。”[29]7月12日，日机大炸武
汉，警报解除后，蒋介石再次与孔祥熙谈话，劝止他的谋和活动。谈毕，蒋介石慨叹道：“庸之对敌行动求和，犹不知为误事，可叹！”[30] 
蒋在接到孔祥熙关于诸夫人的活动情况报告后，立即于8月10日复电孔祥熙，电称：“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，弟极端反对。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
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，切勿再与敌人谈话，以免为敌藉口。”[31]当时，蒋介石对于孔祥熙秘密与日本谈判的情况已经有所察觉，苏联驻华外
交官也为此向中方了解情况，因此蒋在电报中特别提醒孔祥熙：“日人近时特放一种空气，甚传兄屡提条件交敌人，皆为日敌所拒。此种空气，
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，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。务请兄注意为祷。”[32]  

8月11日，孔详熙电复蒋介石，首先表示尊重蒋的意见，“承嘱一节，自应注意。”接着，为自己转呈唐绍仪女儿谈话一事解释，向蒋道歉：
“此次诸夫人谈话，显系买好，原电转陈，藉供参考，不意增兄烦虑，殊觉不安。”关于他本人和唐绍仪发生关系的原因，孔声称目的在于争取
唐，阻止唐为敌所用。电称：“少川为人秉性及过去在粤经过，为我兄所深悉。前因首都沦陷后，日方对少川多方诱惑，时思利用。且闻伊不甘
寂寞，曾发牢骚，恐其万一为敌利用，影响大局，同志中屡为弟言，嘱早设法，故利用其亲友尽力劝慰，使其为中央用。”关于蒋电所称向日方
提交和平条件问题，孔坚决否认：“和议问题，完全彼方自动，时有报告前来，所以未曾拒绝者，原欲藉以观察敌情，供我参考，并未提及任何
条件。日人放造空气，原属惯技。与弟绝无关系。”[33] 

在历史上，唐绍仪反对过孙中山。1920年，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，唐不愿支持，退居家乡。1931年，汪精卫、孙科等在广州成立政府，与蒋
介石对抗，唐是常务委员之一，后来胡汉民与蒋介石对立，领导“西南派”从事公开的与秘密的反蒋活动，唐又曾出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。因
此，蒋介石不喜欢唐绍仪，更反对唐出面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。当时，日本方面正在动员唐绍仪出面，在南京组织伪政权，1938年2月，蒋介石
即得知有关情报。[34]7月9日，蒋介石分析日本对华强硬的原因，其第三条就是：唐绍仪“希冀拆散我政府”。[35]9月11日，蒋介石再次分析
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对华政策，认为当年6月至7月之间，板垣之所以强硬，其原因在于，“错认我内部有分裂及强逼我下野”的可能，同
时，也由于“我内部文人之态度暧昧，以及唐绍仪老奸之施弄阴谋。”[36] 同月下旬，日本特务土肥原到上海访问唐绍仪，说服唐起草了《和
平救国宣言》。[37]9月30日，唐绍仪即在家中被军统特务刺杀。第二天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此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。此贼不除，汉奸更
多，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。总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敌，我党革命之障碍，以唐奸为最也。”[38]唐绍仪被刺一事，扑朔迷离，多年来成为疑
案。蒋介石的这一则日记表明，此事当出于蒋的决定。  

 

制止贾存德、马伯援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  

 

日本侵华，采取的是“和战两用”政策，即一面武力进攻，一面政治诱“和”。1938年2月，日本将在长江下游的侵华部队改编为华中派遣军，
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。畑俊六接任后，即一面筹画进攻武汉，一面通过萱野长知、松本藏次等人与中方联系。”萱野在辛亥革命前即与孙中
山、黄兴结识，参加中国同盟会，曾多次参预援助中国革命的活动。抗战爆发后受头山满及松本石根大将之命来华，找寻与重庆方面谈判的机
会。畑俊六对萱野说：“战事无论延长至何时，总有和平之一日，希望有一了解日本者出而负责收拾善后局面，缔两国共存共荣之同盟。”[39] 



又当面召见孔祥熙在上海的亲信贾存德[40]说：“现在日本的对象已不是蒋委员长了，而是南京新成立的维新政府，但是，蒋委员长、孔院长想
到同盟会时日本人好意的援助而有觉悟，亦未尝不可谈判和平。”[41] 他指示萱野直接致函孔祥熙。当年5月，贾存德密携萱野致孔亲笔函，自
沪至汉。函称：“现在中日战争，无异箕豆相煎，势将两败俱伤，绝非东亚之福，希望捐弃小嫌，维持大局。”[42] 贾并向孔转述萱野意见：
现在日军对和平要价过高，实难谈商，必须设法使国内和平派抬头。如中方暗示同意，本人极愿回国为和平奔走，并已派人与头山满接洽云云。
[43] 萱野所言，符合孔祥熙心意，复函称：“中日接壤最近，唇齿相依，在历史上地理上关系极为密切，互助则能共存，相残必致偕亡。”
“究修百年之好，抑种百年之仇，似全在贵国少数军人之一念。”孔要求萱野联络日本的“忠君爱国之士”，“责以正义，晓以利害”，促使少
壮军人早日醒悟。孔本人则声称：“为奠定中日真正共存共荣之百年大计起见，亦当竭尽绵薄，以从事焉。”[44] 同时，孔祥熙还准备了一封
致头山满的信件，也交贾带回。6月初，贾回到上海，与松本藏次见面，代表孔祥熙表示：“中日相持，仇者快，亲者痛，利害详如来函，如能
保领土完整，修万代之好，两国幸甚。现以院长地位，亦乐与公等挽救两国之危局，不知公等有无善策？”[45]6日，萱野询问有无孔祥熙复
电，贾当时尚未接到孔的新信息，只好编造了一通假电报出示萱野。7日，萱野偕松本飞返东京。[46] 13日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实业总长王子
惠告诉贾存德：日本军部训令，如蒋介石不表示休战时，决定三路进攻汉口。[47] 21日，萱野回到上海，与贾存德讨论与孔祥熙会面地点。[4
8]23日，孔祥熙向蒋汇报此事，声称“在此时期，似不妨虚与委蛇，以分化其国内主战派与反战派之势力。”[49]  

    此函发后，蒋介石迅速回电批评。蒋电未见，但其基本精神从孔祥熙6月25日复蒋电可以窥知。孔电云：“顷奉手示，至佩卓见。弟前接贾
生来电，当即复电切戒。兹承尊嘱，已又去电严谕。”孔特别向蒋表白，为避免发生意外情况，已预留地步，本人所有致贾存德之电，均系秘书
具名；前致萱野函，也是采取另附名片的办法，并未签字盖章，希望蒋宽心。孔同时向蒋汇报，刚刚接到贾存德来电一件，“已答以现尚无暇，
嘱将切实办法先行探明电复，备作参考，此外，仅对萱野奔走辛劳略表慰勉而已。”[50]  

当时日方认为，与中国“和平”的最大障碍是蒋介石，因此坚决要求蒋下野。7月1日，孔祥熙致电贾存德，表示本人可代替蒋介石下野，电称：
“苟有利真正共存共荣，为彼方转圜面子，不惜敝屣个人地位。”[51]萱野对孔祥熙的态度表示敬佩，声称对蒋下野一事，可不坚持。7月4日，
萱野表示，以人格担保无欺诈，日本的军事行为最近暂可“不积极”，但完全停止，须待会见孔祥熙之后。[52]7月5日，贾存德偕同萱野赴港，
继续谈判。行前致电孔祥熙表示：将亲自携带“切实大略条件”到武汉，详细面禀。[53] 7月6日，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宣称，日本政府
拟在8月以前夺取武汉，两国谈和，最好在此时期。日方条件仍如陶德曼转达的“订立防共协定”等四条，希望了解中方条件，再行商洽。中村
要求孔祥熙直接致电外相宇垣一成商洽，同时表示，希望7月7日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时，“演词不致过分激烈，以免引起彼方民众反感”。[54]
同日，孔祥熙将贾存德的上述电报及中村谈话一并报告蒋介石：请示“所陈各节，是否可行”。[55] 7月15日，孔祥熙又将萱野的老朋友马伯援
以及和萱野有干亲关系的居正夫人派到香港，参加谈判。[56]  

7月20日，马伯援偕同贾存德会见萱野及松本。马伯援表示：1．日本军阀，不协助东亚民族，使之独立，为九亿有色人种之领袖，乃恃强奴隶中
华民族，迫中国抗战，自相残杀，未免自坏长城。2．日本不知中华民族之团结，由于日阀之迫逼与凌辱，反欲分化中国，利用汉奸，这种手
段，已不适用于现代之中国。3．中日战争结果，必陷日本于污泥中，更陷东亚于污泥中。4．可惜日本无大政治家，无远见军人，理解孙总理的
大亚细亚主张，促其实现，致有今日之悲剧，受到白色人种轻视。谈话中，马伯援警告萱野：中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将是共产党。他盛赞延安青年
人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，说是“肤施之青年男女，日食小米饭两餐，工作十四小时不倦，精神方面，胜过今日之大和魂”。  

萱野和松本表示同意马伯援的意见，陈述其观点说：1．犬养毅临终时表示，日阀利用大亚细亚主义，强霸东亚，必惹大祸，拟改大亚细主义为
亚细亚和平协会，使各国各民族乐于参加。2．头山满最近常说：中日战争，起于日本不敬，轻视中国军人及中华民族；应当止于“诚”。倘中
日以“诚”相见，各种问题均可解决。3．现在中日军人，愈打愈对立，愈仇视。吾辈工作，以休战、恢复理性为先。4．日本军人，最要假面
子，倘蒋先生能理解，一时下野，即可停战，中日双方，同时派出代表，和平立刻实现，届时蒋先生东山再起，亦无不可。马伯援反驳萱野二人
的意见，声称“蒋公为现在中国唯一的领袖，假使下野，无论何人，对于这个局面，不敢负责，不配负责，中国依然混乱，仍是抗战到底为
是。”[57]萱野表示，愿回东京传达上述意见。马伯援即鼓励萱野，倘能建议日本取消近卫宣言，不要求蒋下野，伯援可以个人资格，报告孔祥
熙或其他党中旧友，请其转陈蒋公，促进和平实现。会谈后，萱野、松本等于7月23日前先后回日，向近卫首相、宇垣外相等人汇报。  

宇垣一成对华政策上属于“温和派”。当其接任外相时，蒋介石就估计他会“主和”，但蒋认为，宇垣仍会“以挑拨离间我内部为唯一手段”，
因此提醒自己“戒惧勿忽”，[58]自然，他对马伯援、贾存德与日方的谈判仍然持反对态度。8月4日，孔祥熙致蒋介石电称：“前奉尊谕，已切
嘱马伯援、贾存德勿再活动，完全作为彼等私人接洽，藉以探取消息，备我参考，绝不能谈及任何条件。”[59] 11日，他在回答蒋关于唐绍仪
的批评时再次作了同样表示。[60] 8月下旬，已经返回上海的贾存德多次致电孔祥熙，声称畑俊六与第三舰队长官及川古志郎托人邀贾会面，表
示日方已不再要求要蒋介石“下野”，近卫声明亦可由天皇出面表示取消；现在日方的条件仅为“防共”与“亲善”两条，如中方采纳，希望派
负责代表到沪商谈。贾并称，日方已暗中成立休战特别委员会，畑俊六、及川古志郎为委员，土肥原等为进行委员。[61]9月1日，孔祥熙再次将
上述情况向蒋介石汇报。6日，蒋介石复电，命孔祥熙转告贾存德，向日方表示拒绝。[62] 10日，蒋介石决定迅速制订五年抗战计划，改组国民
政府，以期自力更生与独立作战。[63] 11日，蒋介石再次致电孔祥熙，口吻空前严厉： 

 

贾某事，应严令停止活动，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。敌想复订停战协定，以亡我国， 

其计划极毒，请兄负责制止，免误大政方针。千万注意是荷！[64] 

 

蒋介石既甩出狠话，孔祥熙不敢再转呈贾存德的情报，于是，采取其他办法。  

 

不理睬孔祥熙与日方首脑会面的要求  

 

萱野长知等于7月23日返日后，联络头山满、小川平吉等人，在政界上层活动。至9月上旬，宇垣外相表示，不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，但蒋须
“预先作出准备下野的表示，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”。[65]  9月17日，萱野再到香港，与马伯援、贾存德会谈，萱野称：宇垣“酷爱和
平”，愿意仿效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访问德国的故事，在大海洋的军舰上与孔祥熙见面，不讲条件，仅以“和平”与“防共”两原则为谈话基
础。[66]马伯援将两原则略加修饰，改为：1．东亚永久和平；2．中日精神防共。对“精神”二字，萱野深表同意。23日，日本五相会议议决，



同意宇垣与孔祥熙的会谈计划。25日，马伯援离港赴渝，向孔祥熙汇报。但是，宇垣因其主张遭到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，于29日辞职。10月8
日，马伯援写出报告，交孔祥熙转呈蒋介石。报告称：萱野等对和平运动，具有决心，正在运动头山满组阁。宇垣虽已去职，但近卫仍有决心，
日本厌战心理，已遍全国，因此，中国应该利用这一时机。他说：“头山满为日本右派之典型人物，与总理有旧，现以八十四岁，老而且病之
躯，热心和平，并派六十六岁之萱野，两来香港，设法沟通，此种精神，吾政府宜利用之。再中日战争，孰胜孰败，总有结束之一日，我政府纵
不轻与之和，亦当与之周旋。”他建议重庆国民政府“通盘打算，本乎历史，鉴于大势，派得力人员与之接洽，鼓其勇气，或进而同去东京，察
其虚实，宣传我政府主义。”[67]  

    孔祥熙觉得马伯援的报告很有用，于10月15日上呈蒋介石，同时致函说明国际没有援助中国可能，而中国国内的财政又已极为困难，无法维
持。函称：  

 

兹据顾大使报告及各方事实观察，国际援助既不可能，则此后对于内政外交均有切  

实检讨之必要。最近有西友自日来言，就其国内表面观察，似无大战状态，一切经济财  

政尚能勉维现状。至于我国，在我兄领导之下，虽将士用命，民众动员，抗战年余，已博各国之彩声，只以战场尽在我国境内，虽不免土地日
促，交通困难，工厂既遭摧毁，货物亦难出口，所有人民声明财产之损失，实不可以数计。非惟我兄多年来苦心孤诣之种种建设，付诸东流，而
今后财政上之维持，更将难乎为继。[68]  

 

该函进一步渲染财政危机和武汉失守后中国的困境，声称：“后方情形，为我兄所深悉，长此以往，武力固属重要，而国内物质及人民团结如
何，均应顾及。如果军事方面确有把握，不仅武汉可保，且能继续支持，日本方面不出三数月即有变化可能，自属不成问题，万一无甚把握，恐
武汉一经退出，则人心不免因厌战而动摇，各省态度有无变化，亦难预料，且敌机现已屡向我后方扰乱，将来大多数军队究宜退至何处，倘使拘
于一隅，补充与给养似皆成为问题。加以目前我之现金及外汇已拨用殆尽，而以货易货又因交通困难运输亦极不易。弟忝负行政责任，对于军事
实不甚谙，对于财政外交，则不能不悉心研究。近来多病，杞忧尤甚。”他建议蒋介石抓住机会，乘时进行。函称：“如外援方面不能再求进
展，而军事方面亦无十分把握，则此后遇有解决机会，即应乘时进行，否则机会至时，我无应付之策，稍纵即逝，更难再得，心所谓危，不敢缄
默。”  

同函附呈孔本人撰写的《最近国际情势》及《日本最近情势》报告。前一报告对蒋“攻心”，历述各国情况，声称寄希望于国际援助，无异画饼
充饥。中云：  

 

我以开罪于日本，故英国对我各项借款，非完全拒绝即多所顾虑，而法国对我所  

购之器械，现亦多方为难。俄虽对我极表同情，然因德、义、英等国对俄均甚歧视，  

俄内部情形复杂，故斯大林不敢言战…至美国因鉴于欧洲形势，虽心理上为我不平，实际上亦难积极助我…若望其为我出力，仍恐等于望梅止
渴。[69]  

 

后一报告说明日本国内和平派的活动，内称：“日本元老重臣文治派，现在希望和平者颇不乏人，如头山满、近卫、宇垣已合组秘密委员会，暗
中活动，设法制止军阀跋扈……萱野为头山之代表，现在香港，仍思尽力奔走。”接着，孔祥熙着重说明，宇垣虽已去职，但日本国内的和平派
仍在活动，。报告称：  

 

昨接港电云，松本最近由东京抵港，据言，对和平大纲，近卫与宇垣一致，方  

针未变。现矢田回国，拟请近卫亲自出马，以效张伯伦。顷又闻知萱野接东京来电，谓海、陆相急盼与弟及居觉生兄会面。[70]  

 

还在宇垣一成刚刚出任外相时，蒋介石就得悉日方曾要求中方派员赴日谈判，对此，斥之为“想入非非”、“可笑之至”。[71]自然，对于“近
卫亲自出马”以及陆军大臣、海军大臣要与与孔祥熙、居正等见面的说法也不感兴趣。对孔祥熙此函，蒋介石未加理睬。同年11月，楮民谊、樊
光致电汪精卫、孔祥熙，再次声称“近卫甚愿效张伯伦赴德故事，赴华晋谒委座”。[72]同月7日，孔祥熙将此电转呈蒋介石，蒋仍然未加理
睬。  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阻止孔祥熙答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  

 



    近卫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发表后，遭到日本许多人士的批评。 11月3日，近卫以《建设东亚新秩序》为题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，改变此前“不
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的方针，声称“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，更换人事组织，取得新生的结果，参加新秩序的建设，我方并不予以拒
绝”，企图以此诱使重庆国民政府上钩。[73] 果然，孔祥熙觉得是个机会，准备在11月7日的行政院“国父纪念周”上发表讲话，给予“非正式
答复”。拟稿称：“我人所注意者，仅彼对我态度，以平等待我者，即我之友，以暴力侵我或武力乱我者，即我之敌。”拟稿批评日本政府“好
用定义不明之词句以淆惑视听，如彼所谓安定东亚，是否独霸东亚之别名？所谓求中国之合作，是否剥夺我经济之独立自由之变相？我人于此亟
愿得知其真意。”[74] 这里，貌似对日本提出批评、谴责，而实际上将为日本政府提供答辩、粉饰其侵略政策的机会。拟稿并称：”解决中日
之关键，全在日本，日人果能尊重我主权，而抛弃其侵略政策，则东亚之安定一举手耳，即世界之和平亦易如反掌也。”11月6日，孔祥熙将拟
稿电送蒋介石审阅。同日，蒋介石以“限卅分钟到的特急电”通知孔祥熙：“此文应慎重斟酌，切不可发表。”[75]11月9日，孔祥熙复电蒋介
石称：“电发之后，弟觉似仍未尽妥，经再修改，原文另电陈闻，顷奉尊电嘱为缓发，经已遵办。”[76] 这样，蒋介石就阻止了孔祥熙与近卫
文麿之间的一次远距离对话。  

[1] 本组论文共5篇。《“桐工作”辨析》为第1篇，载《历史研究》2005年第2期；本文为第2篇；第3篇为《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
判》，见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》第2辑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；第4篇为《论“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”与蒋介石
“抗战到底”之“底”》，见《中国文化》第22期。第5篇为《抗战期间日华秘密谈判中的“姜豪工作”》，《近代史研究》，待刊。 
[2]《陶德曼致德外交部》，《德国外交文件》，第4辑第1卷，第784页；转引自中国史学会编：《抗日战争》，《外交》（上），成都：四川大
学出版社，1997年版，第165页。  
[3] 台北“国史馆”藏光碟，07A，00085。 
[4] 孔祥熙：《致介兄》，1938年11月30日，《蒋中正总统档案·特交档案·和平酝酿》，以下简称“蒋档”，台北“国史馆”藏。 
[5] 《困勉记》卷45，1937年11月20日，稿本，台湾“国史馆”藏，以下均同。 
[6] 《困勉记》卷45，1937年11月21日。 
[7] 《困勉记》卷45，1937年11月29日。 
[8] 《困勉记》卷46，1937年12月2日。 
[9] 《困勉记》卷46，1937年12月7日。 
[10] 《困勉记》卷46，1937年12月9日。 
[11] 《困勉记》，卷46，1937年12月26日。 
[12] 《困勉记》卷46，1937年12月27日。 
[13] 《困勉记》卷46，1937年12月29日。 
[14] 《困勉记》卷46，1938年1月2日。 
[15]  《口头答复稿》，1938年1月12日，《德国调停案》，见台湾藏档《外交部案卷》，00062A，第065页。 
[16]  《口头答复稿》，1938年1月12日，《德国调停案》。见台湾藏档《外交部案卷》，00062A，第065页。 
[17] 《蒋委员长致孔院长》，1938年1月12日，《德国调停案》，见《外交部案卷》，00062A，第064页。 
[18] 《孔院长接见陶大使口述英文稿》，1938年1月15日，《德国调停案》，见《外交部案卷》，00062A，076页。 
[19] 《困勉记》，卷46，1938年1月16日。 
[20] 《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》下卷，《文书》，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，第386－387页。 
[21] 《南湖致刚父电》（胡鄂公致孔令侃），1938年6月11日，“蒋档”。 
[22] 《南湖致刚父电》（胡鄂公致孔令侃），1938年6月11日，“蒋档”。 
[23] 克克：《致孔院长转居觉生先生》，1938年6月9日，“蒋档”。 
[24] 克克：《致孔院长转居觉生先生》，1938年6月9日，“蒋档”。 
[25]《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》，第2卷第1分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98页。  
[26] 转引自《孔祥熙致唐绍仪密函》，《近代史资料》总第74号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278－279页 
[27] 《孔祥熙致唐绍仪密函》，《近代史资料》总第74号。 
[28] 《孔祥熙致武昌蒋委员长》，1938年8月9日，“蒋档”。 
[29] 《困勉记》，卷49，1938年6月23日。， 
[30] 《困勉记》，卷49，1938年7月12日。又见《蒋中正总统档案·事略稿本》，1938年7月2日，未刊稿，以下简称《事略稿本》，台北“国史
馆”藏。 
[31] 蒋介石：《致重庆孔院长》，1938年8月10日，“蒋档”。 
[32] 同上。 
[33] 《致武昌蒋委员长》，1938年8月11日，“蒋档”。  
[34] 《困勉记》卷47，1938年2月23日。 
[35] 《困勉记》卷49，1938年7月9日；《事略稿本》作“企图以唐绍仪领导伪政府”。 
[36] 《困勉记》卷50，1938年9月11日。 
[37] 《今井武夫的证词》，《土肥原秘录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54页。 
[38] 《事略稿本》，1938年10月1日。 
[39] 转引自孔祥熙：《致介兄函》，1938年6月23日。“蒋档”。 
[40] 贾存德，字辛人，孔祥熙的同乡、学生，长期在中央银行工作，负责收集日本经济情报。 
[41] 伯良（胡鄂公）：《致王主任（良甫）虞电》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：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》第二编，《政治》（一），江苏古
籍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226页。 
[42] 转引自孔祥熙：《致介兄函》，1938年6月23日。“蒋档”。 
[43] 孔祥熙：《致介兄函》，1938年6月3日，“蒋档”。 
[44] 孔祥熙：《致萱野先生函》，1938年5月22日，孔祥熙档案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；参见《日蒋谈判的重要资料》，拙著
《近代中国史事钩沉——海外访史录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524－525页。 
[45] 贾存德：《孔秘书（令侃）转呈孔院长》，1938年6月12日，“蒋档”。 
[46] 贾存德：《致孔秘书（令侃）转呈院座》，1938年6月12日，“蒋档”。 
[47] 贾存德：《致孔秘书（令侃）转呈院座》，1938年6月13日，“蒋档”。 
[48] 《上海贾君来电》，1938年6月21日，“蒋档”。 
[49] 孔祥熙：《致介兄》，1938年6月23日，“蒋档”。 
[50] 孔祥熙：《致介兄》，1938年6月25日，“蒋档”。 
[51] 转引自《上海贾存德来电》，1938年7月5日，“蒋档”。 
[52] 《上海贾存德来电》，1938年7月4，“蒋档”。 
[53] 《上海贾君来电》，1938年7月5日，“蒋档”。 
[54] 《香港情报》，1938年7月6日，“蒋档”。 
[55] 孔祥熙：《致介兄》，1938年7月6日，“蒋档”。 



[56] 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。据贾存德回忆，贾到武汉后，孔邀马伯援与贾相见，对马说：“你明天就和贾存德一同到香港去。”又致函萱
野长知：“关于和谈之事，特派马伯援先到香港候教。”见《孔祥熙其人其事》，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26页。 
[57] 《马伯援呈》，1838年10月8日，“蒋档”。  
[58] 《困勉记》，1938年5月27日。 
[59] 孔祥熙：《致介兄》，1938年8月4日，“蒋档”。 

[60] 孔祥熙：《致武昌蒋委员长》：“至前马、贾两君与萱野等之接洽，亦系藉私人关系刺探消息，作为情报，更未提及任何条件，不过不能
不有所指示，免应付失言。”1930年8月11日，“蒋档”。  

[61] 《抄上海贾生来电》。1938年8月28日，“蒋档”。  

[62]孔祥熙：《致介兄》（1938年9月7日）：“顷奉鱼（6日）机鄂电，遵即转告贾生，令其拒绝。惟前数日尚接有贾生来电三件，虽系过去情
报，姑仍照抄奉阅，以备参考。”见“蒋档”。  

[63] 《事略稿本》，1938年9月10日。 
[64] 蒋介石：《致重庆孔院长》，1938年9月11日，“蒋档”。 
[65] 《小川平吉关系文书》（2），第598页；参阅拙作《抗战前期日本‘民间人士’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90年第1期，
收入拙著《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410－411页。 
[66] 《马伯援呈》，1938年10月8日，“蒋档”。  
[67] 同上。 
[68] 孔祥熙：《致介兄》，1938年10月15日。“蒋档”。 
[69]孔祥熙：《最近国际形势》，1938年10月15日，“蒋档”。  
[70]孔祥熙：《最近日本形势》，1938年10月15日，“蒋档”。  
[71]《困勉记》卷48，1938年5月30日。 

[72]《楮民谊、樊光致汪精卫、孔祥熙电》，1938年11月7日。“蒋档”  

[73] 《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》，下卷，《文书》，第400－401页。 
[74] 孔祥熙：《致重庆蒋委员长》，1938年11月6日。“蒋档”。  
[75]《致重庆孔院长》，1938年11月7日时间，“蒋档”。  
[76] 孔祥熙：《致重庆蒋委员长》，1938年11月9日。“蒋档”。  

文章录入：zhangzy    责任编辑：admin  

● 上一篇文章：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（二） 

● 下一篇文章： 王克敏、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 

【发表评论】【加入收藏】【告诉好友】【打印此文】【关闭窗口】 

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

● 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 
●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 
● 从“联为外援”到“永久大患 
● 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 
●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名单公 
● 中日外长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
● 中日学术界共同历史研究将于 
● 近代史所承担中日共同历史研 
● 论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与再起 
● 步平：亚洲和平的前提首先是 

  网友评论：（只显示最新10条。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，与本站立场无关！） 

版权所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

地址：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：100006 传真：65133283 


